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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生态风险及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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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 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城市化体现在人口向城市聚集和城市景观扩张的同时，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向更加广泛的地区

扩散。 然而，随着人口的过度密集和城市的日益扩张，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废物堆积、流行病肆虐等“城市病”频发。 城市通过

大量汲取和消耗自然资源，向周围环境排放大量污染物，改变了区域生态系统的原有结构和功能，产生了严峻的生态风险，进而

制约着城市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的生态风险正逐步得到广泛关注，但对其具体的内涵和影响尚不明晰。 归类描述

了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生态风险，分析了导致生态风险的主要因素，阐述了辨识与评价生态风险的基本方法，提出了城市

化生态风险的调控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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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不仅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和城市面积的扩张，还表现为农业活动向非农业活动转换和城市生

产生活方式的扩散，它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发展的过程 ［１⁃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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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７．９２％上升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５７．３５％，预计 ２０３０ 年中国城市人口将达 ６８．７％［３⁃５］。 城市为人类

提供了便利的基础设施和舒适的生存环境，促进了社会经济更加高效的发展，然而，人口的过度密集、空间过

度扩张、城市发展规划的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失调和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策略等问题导致城市生态格局、生态

过程与服务功能发生恶化，影响着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随着对生态环境问题认识的进一步加深，环境保护观念和环境管理目标已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考虑成本

控制和社会经济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环境管理不再单纯强调污染物的零排放和生产消费过程的“零风

险”，进而转为对风险源辨识、风险级别和后果的权衡与应对。 近年来，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得到了迅速的发

展，成为生态环境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环境风险、生态风险和健康风险等名词不断出现在各类研究中，
但对各自的内涵及相互间的区别并没有统一的认识。 美国环保局发布的生态风险评价框架中对生态风险的

定义是不良生态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其主要内容包括受体暴露于单个或多个胁迫因子的概率和暴露后所产生

的胁迫效应的程度［６］。 部分国内学者认为生态风险是指生态系统中由自然变化或人类活动引起的非期望事

故或灾害等造成生态系统结构和生态过程改变，进而损害生态系统功能的概率［７⁃９］。 而在进行生态风险分析

时，其内涵与生态效应密切相关，反映了生态系统受到自然和人类活动胁迫的概率和规模［１０］。 本文基于生态

风险的基本内涵，将城市化的生态风险概括为城市发展建设和城市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生态要素、生态过程和

生态系统服务等发生不良变化或人类健康受到威胁的程度和可能性。
城市化的生态风险按照其风险源的不同可分为人为风险和自然风险两大类。 城市化过程包含了城市建

设、城市维护以及支撑城市发展的生产生活过程等，其产生的风险主要包括：环境污染直接导致的生物体的健

康风险；环境质量恶化间接引起的系统结构损害和功能退化的风险；城市建设过程和生产生活过程导致的资

源紧缺的风险；生态系统破碎化、脆弱化，生态结构损害和功能退化的风险［８］（表 １）。 同时，随着人类活动对

全球和区域过程的影响的加深，城市化改变了原有的生态系统过程，激化了部分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程度，
增加了损害人类生命安全和脆弱生态系统的风险。

表 １　 城市化的生态风险［８⁃９］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风险源
Ｒｉｓｋ ｓｏｕｒｃｅ

风险类型
Ｒｉｓｋ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主要风险
Ｍａｉｎ Ｒｉｓｋｓ

影响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ｓ

人为⁃自然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Ｎａｔｕｒａｌ 突发灾害

城市热岛效应、极端降雨事件，洪涝灾
害，地面沉降

不透水面积，温室气体浓度，植被覆盖率，
地下水开采等

人为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污染（化学过程） 水体、大气和固体废弃物中污染物的毒

性效应，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改变

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药品和个人
护理用品的排放，氮、磷等营养元素的过
度使用等

生物
物种灭绝、植物生态系统的单一化、外
来物种入侵、生物多样性锐减、病原菌
和有害生物

生境减少，景观破碎化，连通性降低，外来
物种的引进等

资源（物理过程） 水资源、土地资源紧缺及城市植被覆盖
率和耕地面积降低

生境流失，人口增长，城市扩张，耕地减
少，资源过度开采等

１　 城市建设导致环境变化的生态风险

城市化一方面增加了对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和生物资源的需求，通过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改变了原有

的生态环境结构和过程；另一方面引起了区域景观的破碎化和环境质量的下降，削弱了区域生态系统的支撑

功能，进一步加剧了区域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风险。
１．１　 城市土地扩张造成的风险

城市土地扩张造成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两方面：首先在于城市面积的无节制扩张导致的可耕地资源的

紧缺；其次是土地利用变化后，对原有生态过程、结构和功能的改变所引发的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风险。

０６３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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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过程激化了城市土地需求、农田土地需求和生态土地需求之间的矛盾。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６ 年中国耕

地由 １．８５ 亿 ｈｍ２减少到了 １．２８ 亿 ｈｍ２，主要原因是城镇建设用地的侵占，其中大部分省市并未实现耕地占补

平衡，这使得全国耕地占补平衡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风险，极大地影响着粮食安全［１１⁃１２］。 以陕北地区为例，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间，由于城市建设所致的耕地侵占使该地区农田初级生产力总体下降了 ４１．９０％［１３］。 不仅

如此，被转为城镇建设用地的农田大部分为良田，而增补的耕地绝大多数不适宜耕作，致使农田生态系统的整

体质量下降［１４］。 由建设用地转为耕地和绿地的土壤中通常积累了大量建筑垃圾和污染物，包括重金属和有

机污染物等，能通过不同暴露途径对生物体和人类健康造成风险［１５］。 同时由于土地表面长期硬化，其土壤有

机质和水分含量低，不适宜植物和作物生长。 城市建设用地的无节制扩张还可能为区域环境增加了额外的污

染物输入，影响了其原有的环境过程，进而造成生态服务功能的退化。 为了提高单位面积耕地的粮食产量，通
过施肥向环境中输入的硝酸盐量已是自然过程的两倍以上［１６］。 在耕地平均质量退化和粮食需求日益增长的

双重压力下，耕地逐步向边缘和破碎化地区以及其他自然生态系统蔓延［１７］。 在热带地区，每年有近 １２００ 万

ｈｍ２的森林由于耕地扩张而遭到砍伐［１８］。 经粗略估计，人类活动改变了全世界近 ５０％的土地覆盖，生物多样

性从 １５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５ 年平均降低了 ８．１％，物种灭绝的风险急剧增高［１９⁃２０］。 从景观格局而言，城市土地的扩张

和农田的增减造成了生境的破碎化，增加了区域景观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使得区域景观生态风险显著

升高［２１⁃２３］。
１．２　 水文变化与水资源短缺的风险

城市建设通过对水文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引发了生态风险。 河网水系不仅是自然界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

一，而且是水资源形成与演化的主要载体［２４⁃２５］。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流域土地利用的类型发生

了剧烈的变化。 快速城市化地区许多河道被淤积和填埋，河流水系数量明显减少，导致全球范围 ６０％的河流

水系的形态参数发生不良变化［２６⁃２８］。 我国东部河网水系演化受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但近 ３０ 年来

该地区河网水系受人类活动干扰强烈，长三角、珠三角、海河流域及太湖等地区的河流水系的数量锐减、结构

简化和功能下降，永定河京津段河道长度减少 ２０．５％，河道数量减少 ３６．４％，水系结构简单化以及河网连通性

较差［２９⁃３１］。 这些变化使得河流水系的生态完整性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急剧退化甚至丧

失［３２］，并引发了水环境恶化和生物多样性降低等众多生态环境问题，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的可持续发

展。 此外，河道周边城市建筑物增多、道路铺装、排水管网建设，以及河道硬化等，直接改变了地面径流的形成

条件。 城市水文现象受到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主要表现为：地表径流量增加，流速加大；径流系数加大；洪峰

增高，峰现时间提前，历时缩短；径流污染负荷增加；河流的自然排水功能下降等［３３⁃３５］。 水文性质的变化使雨

水的汇流过程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了城市区域洪水的发生机制，并导致洪涝灾害的风险增加。
在水系结构变化、城市用水量剧增以及水体污染的多重压力下，城市水资源紧缺的风险越发严重。 据世

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统计，全球约有 １２ 亿人口缺乏安全饮用水，１ ／ ３ 的人口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３６］。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全球对水资源的需求将升高 ４０％；到 ２０２５ 年，约 １８ 亿人将居住在水资源缺乏的城市和地区，全世界

２ ／ ３ 的人口的用水需求将得不到满足。 生产生活用水与区域水资源的不协调，造成了生产用水、生活用水和

生态需水的供需均面临着巨大的风险［３７⁃３８］。 其中不合理的城市绿化造成了水资源的极大浪费，特别是对于

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大多数的绿地植被为外来引进物种，不一定适合城市当地气候条件，每年需要大量的水

进行浇灌，而一旦停止浇灌和维护后多数植被将难以存活，这给本就紧张的城市用水带来了巨大压力［３９］。 为

了应对区域水资源的短缺，虽然利用再生水进行农业生产和城市绿地的灌溉缓解了用水压力，但同时有可能

造成新的潜在风险。 经过简单处理的再生水仍含有一定量的重金属和痕量污染物，包括多环芳烃、激素类物

质、抗生素、全氟化合物和其他有机污染物等［４０⁃４１］。 长期使用再生水不仅会增加土壤盐渍化的风险，还会导

致污染物在环境中和食物链中的大量积累，从而影响到人类和生态系统健康［４２⁃４４］。
１．３　 城市植被与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风险

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加剧了城市植被和生态系统发生系统性变化的风险。 受城市化影响，城市植被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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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表现为覆盖率下降，景观结构破碎化程度增加、连通性降低，物种多样性减少等［４５⁃４６］。 城市植被不仅面

临着面积减少和破碎化的直接影响，城市发展还通过改变环境要素质量的方式间接影响着城市植被。 从个体

而言，城市热岛、大气污染、水环境的改变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城市植被的生长发育状况，造成其物候、叶面

积、结耔率、蒸腾作用等生理特征发生变化［４７⁃４９］。 从整体而言，土地覆盖的变化不仅导致植被数量的减少，还
致使其所支撑的其他物种（包括昆虫、鸟类等）消失或迁徙，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均发生改变［５０⁃５１］。 在

２０００ 年前后，世界生物多样性较高的地区被城市所取代的面积不到 １％；而近年来的城市化进程正加速地侵

占或破坏着生物多样性较高的区域，其中包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名录中近 ２００ 个物种的栖息地

将直接受到影响［５２⁃５４］。 在本地物种多样性急剧减少的同时，外来物种和部分对城市环境适应性较强的物种

的数量呈上升趋势，这促使了城市生态系统的物种组成趋于同质性，而整体的生物多样性降低［５５］。 虽然有部

分研究表明，从世界范围来看，局部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变化并没有导致全球的物种多样性出现系统性减少，但
是城市化进程引起了城市化地区或更大范围内的生物群落的组成结构和多样性的改变，而这将影响到区域生

态系统的整体功能和适应性［５６⁃５７］。

２　 城市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态风险

城市化进程中向环境介质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在没有得到妥善处置的情况下，它们可能对生物个体和

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对城市生态格局、生态系统服务以及人类居住环境造成风险［５８⁃５９］。 城市活动排

放的污染物主要通过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三种形式进入环境中，直接导致了水、土、气等环境介质质量的

恶化。
２．１　 大气污染的生态风险

近年来，由于快速的城市化和气候变化，我国经历了持续的严重空气污染。 从 ２０１４ 年到 ２０１６ 年，ＰＭ２．５

的年人口加权均值分别为 ６５．８、５５．０μｇ ／ ｍ３和 ５０．７μｇ ／ ｍ３，ＰＭ１０分别为 １０７．８、９１．１μｇ ／ ｍ３和 ８５．７μｇ ／ ｍ３，ＮＯ２分

别为 ３９．６、３３．３μｇ ／ ｍ３和 ３３．４μｇ ／ ｍ３，ＳＯ２分别为 ３４．１、２６μｇ ／ ｍ３和 ２１．９μｇ ／ ｍ３，Ｏ３（８ｈ 浓度）分别为 ５４．８、５６．２μｇ ／
ｍ３和 ５７．２μｇ ／ ｍ３，其中北部地区较南部地区污染严重［６０］。 城市大气污染的来源主要以煤炭、石油等化石燃

料、垃圾焚烧以及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废气为主［６１⁃６２］。 城市化诱发的大气污染对生态系统影响极大，主要表现

为氮沉降、臭氧、温室效应、酸雨和空气颗粒物浓度增加等。 氮沉降改变了生态系统碳氮循环的耦合关系以及

增加了温室气体（ＣＨ４、ＣＯ２和 Ｎ２Ｏ）的生物排放［６３］；臭氧（Ｏ３）能对植物从生化、微观结构到生理功能、生长发

育以及生态系统的层次上产生不同的影响，臭氧浓度的增加改变了凋落物的产量从而显著影响了生态系统的

磷及营养盐循环的过程，臭氧具有较强的氧化能力，氧化产物 ＯＨ， Ｏ－
２ 和 Ｈ２Ｏ２会使叶绿素含量降低、叶片黄

化、叶面积下降、叶片膜系统受到伤害、叶片净光合速率下降［６４⁃６５］；另一个重要的风险来源于酸雨的形成，酸
雨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因此会严重危害森林、植被、农作物以及水生和陆生环境，从而导致农作物大量减产，酸
雨还会改变土壤的酸碱度，降低土壤土质，严重侵蚀土壤，使得土壤的生产能力受到极大的破坏。 除此之外，
酸雨还会造成地表水系环境的污染，影响河流湖泊的水质，从而引发水生生物的死亡［６６］。 随着对空气污染的

管控和治理，以及城市能源结构的改变，大气颗粒带来的风险逐步得到了关注。 大气中颗粒物浓度的增加不

仅直接危害人类和生物体的健康，还影响地球辐射平衡，增强大气温室效应，并能通过同云层的反应，抑制降

水进而扰乱水文状态［６７］。
２．２　 水体污染的生态风险

城市的生产生活过程等产生的营养元素、金属盐、抗生素药物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进入水体，造成了严

重的水体污染［６８⁃６９］。 水体污染导致的富营养化破坏了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打破了生物链的生态平衡，造成

了水生生物数量、种类的减少和系统形态的变异［７０］。 同时，异常增殖的藻类分泌大量生物毒素，不仅威胁水

生生物的生存，而且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如一些赤潮生物（微原甲藻、裸甲藻等）能产生对人体毒性很大的

麻痹性贝毒（ＰＳＰ），当人误饮误食后，会引起病变甚至死亡。 此外，使用污水灌溉，降低了土壤质量，使作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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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降低，对农田生态系统产生风险，甚至危害到人畜健康［７１⁃７２］。
２．３　 固体废弃物的生态风险

城市固体废弃物是城市化生态风险的重要风险源之一，全球城市每年产生 １３ 亿 ｔ 固体废弃物，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将达到 ２２ 亿 ｔ，增加部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快速成长的城市［７３］。 目前，我国城市垃圾年产量已达

１．５×１０８左右，同时以每年约 ８％的速率增长，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可达到 ３．２９ 亿 ｔ［７４］。 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方式一般

包括填埋、堆放和焚烧等，其中填埋和堆放的方式最为普遍。 土地是宝贵的自然资源，我国虽然幅员辽阔，但
耕地面积却十分紧缺，人均耕地面积只占世界人均耕地的三分之一。 城市固体废弃物的堆积不仅侵占了大量

土地，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并且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
在固体废弃物的填埋与堆放的过程中，产生大量渗滤液和恶臭气味。 渗滤液中通常含有大量有机废水、

无机污染物、重金属、细菌等有毒有害物质，且 ＣＯＤ、ＢＯＤ５、ＮＨ３⁃Ｎ 浓度较高［７５⁃７６］。 这些有害物质会改变土壤

的性质和土壤结构，并将对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动产生影响。 土壤是许多细菌、真菌等微生物聚居的场所。 这

些微生物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在大自然的物质循环中，担负着碳循环和氮循环的一部分重要任务。 城市固

体废弃物、工业固体废弃物、特别是有害固体废弃物，经过风化、雨雪淋溶、地表径流的侵蚀，产生高温和毒水

或其他反应，能杀灭土壤中的微生物，导致土壤丧失腐解能力，致使土壤肥力和土质的改变，植物又是生长在

土壤中，间接又对植物产生了污染，导致草木不生，有些土地甚至无法耕种。 此外，固体废弃物释放的有害物

质阻碍植物根系的发育和生长，同时还会在植物有机体内积蓄，通过食物链危及人体健康。
固体废弃物随天然降水或地表径流进入河流、湖泊，或随风飞扬落入河流、湖泊，污染地面水，并随渗滤液

渗透到地下层，污染地下水体［７６］。 即使无害的固体废弃物排入河流、湖泊，也会造成河床淤塞、水面减小以及

水体污染，甚至导致水利工程设施的效益减小或废弃。 我国沿河流、湖泊、海岸建立的许多企业，每年向附近

水域排放大量灰渣。 仅燃煤电厂每年向长江、黄河等水系排放灰渣万吨以上。 据统计，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渗

透已经造成了中国 ６４％的城市土壤及周围水体和生态环境受到较重污染，３３％受到轻度污染［７７］。
此外，堆放的固体废弃物中所含的粉尘及其他细微颗粒等可随风飞扬，从而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 而且

堆积的固体废弃物中某些物质的分解和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氨和其他的有机挥发气体（如含氯氟烃，
ＣＦＣｓ） ［７７］，造成地区性空气污染。 在城市固体废弃物运输及处理过程中缺少相应的防护和净化设施，释放有

害气体和粉尘，堆放和填埋的城市固体废弃物以及渗入土壤的废弃物，经挥发和反应放出有害气体，都会污染

大气并使大气质量下降。

３　 城市突发事件与灾害的生态风险

城市化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各种效应通过连锁反应产生了正反馈放大作用，从而使城市中的某种要素水平

超过了其临界阈值后就会产生灾变性事件，主要体现在地质灾变、环境灾变和生态灾变等方面［７８］。
３．１　 城市热循环变化的风险

气候变化导致了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次增加和影响范围的扩大［７９］。 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
是温室气体排放最为集中的区域，全球气候变化与城市化被认为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除却温室气体排放的

影响外，城市化所导致的土地利用 ＼覆盖类型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区域的地表水热交换过程，再加上城市人

口的急剧增加，人为热源释放了大量的热量，从而使得城市地区的平均气温明显高于周边非城市区域，即“城
市热岛效应” ［８０⁃８１］。 据估计，城市化引起的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所导致的全球地表温度上升的速度达到了每

世纪 ０．２７℃；从 １９６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我国地表平均温度受城市化影响增高了约 ０．４９℃ ［８２⁃８３］。 城市热导效应的

生态风险主要包括高温直接造成的人群和生物体的健康风险，以及由高温间接引起的热循环变化和生态环境

效应所产生的风险。 极端高温会引起城市居民心脑血管和呼吸道等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８４］。 据估

算，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３ 年间我国济南由城市热浪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增加占到了总体水平的 ２４．８８％，同时

其诱发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增加了 ３１．３３％［８５］。 老年人和幼儿等人群对高温影响更加敏感，伴随城市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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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增加和城市人口的老龄化，全球气候变化将增加全球许多城市未来的高温健康风险［８６⁃８ ７］。
除却极端高温的健康风险外，区域热环境的改变还会影响区域气候、城市水文、空气质量、城市土壤理化

性质、城市生物分布与行为，进而改变物质代谢和能量循环过程，引发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８８］。 由于城市

热岛效应，在雨季城区降雨量和地表径流量明显大于周围农村地区；此外，高温增加了可挥发性有机物

（ＶＯＣｓ）的挥发，促进了近地面臭氧等二次污染物的形成，同时，城市产生的污染物还会随大气流动输送到郊

区，使郊区臭氧浓度上升，进而造成粮食的减产。 在城市热岛的影响下，城区土壤温度明显高于周围自然土

壤，土壤温度的升高又改变了土壤微生物的活性和多样性［８９］。 在水文、土壤和温度的综合作用下，城市地区

的生物物候、生理活动、繁殖行为和种群结构发生了改变。 温度升高不仅使城市区域植被的蒸发蒸腾量提高

了 １０％［９０］，还使部分树种在高温下的繁殖率下降和死亡率上升［９１］，导致敏感树种在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下

存在极大的生存风险，进而损害其生态服务功能［９２］。 城市温度的升高还促进了微生物、苍蝇、蚊虫等的大量

繁殖，增加了流行性疾病的传播风险。
３．２　 城市内涝风险

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不仅加剧了局部地区的城市热岛效应，还增加了部分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洪涝灾害

的风险。 据估计，截止到 ２０５０ 年全球由于洪涝灾害造成的沿海城市的经济损失可能达到平均 ５２０ 亿美

元［９３］。 城市化导致的不透水面的增加，加上气候变化的影响，使得内涝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 当不透

水地面占 ２０％，平均洪水流量为 １７．８ ｍ３ ／ ｓ，洪水汇流时间为 ３．５ ｈ；而当不透水地面增加至 ４０％，平均洪水流

量可达 ５７．８ ｍ３ ／ ｓ 时，洪水汇流时间减少为 ０．４ ｈ［９４］。 随着城市面积的进一步扩张，大型城市的地面不透水层

往往可达 ７０％—９０％，这严重影响着洪灾的发生频次和强度，在短时间内给城市带来较大的排水压力。 当大

量径流沿河道输送至下游时，会严重影响下游城市的泄洪，给下游城市带来严重的排水压力，同时对河网水系

结构也会产生一定的冲击。 城市内涝对周边生态系统的破坏也是极其严重的，城市本身处在一个生态环境极

为脆弱的体系之中，长期的淹水条件会对动植物生长造成严重的影响。 洪涝灾害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同

时，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命安全和区域生态系统的健康［９５］。 在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间，中国近 ６２％的城市遭受了

洪涝灾害；而 ２０１２ 年北京的特大暴雨直接导致了 ７９ 人的丧生［９６］。
３．３　 城市地面沉降的风险

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不合理开采地下水、岩土体开挖及削坡等增加了地面沉降的风险。 从 １９２１ 年上海市

区最早发现地面沉降现象至今，我国已有近 ９６ 座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地面沉降问题，重灾区主要是长江三

角洲地区、华北平原和汾渭盆地，其中上海的沉降累计达 ２．６３ ｍ，天津达 ２．６ ｍ，苏锡常三市沉降中心沉降量都

超过了 １．０ ｍ 等，沉降面积达到了 ９３８８５ ｋｍ２ ［９７⁃９８］。 地面沉降降低了沉降区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大幅度增加

了低洼湿地面积，使耕地沼泽化，加重渍害，恶化了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９９］。 一些地区地面沉降甚至导

致海水倒灌，如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等沿海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海水入侵现象，由此加剧了水资源的紧

缺状况。 此外，由于地下施工如地铁施工以及铺设排水管道等，产生了城市地面塌陷的风险，这会对城市建

筑、植被等造成破坏，进而会对土地利用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土地规划时必须采取合理地手段以规

避地面沉降所导致的塌陷风险。

４　 城市生态风险评价与管理

４．１　 城市生态风险评价

作为评定生态效应和有效管理风险的重要工具，生态风险评价（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ＥＲＡ）是指定量

地确定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一个或多个风险源可能或已经带来的生态负效应的概率及强度的过程［１００］。
根据生态风险评价的内容、范围和尺度的不同，其评价过程有所区别，但一般包括 ５ 个基本部分：源分析、受体

评价、暴露评价、危害评价和风险表征。 如今，生态风险评价的内涵覆盖了从生物个体水平、种群水平、群落水

平到生态系统水平、区域生态水平以及城市自然整体水平等多个层次的内容（图 １）。 评价过程注重对复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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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特征的解析， 深入分析多风险因子、多风险受体、多评价终点、不确定性因素以及空间异质性等 ５ 个主

要特点［１０１］。 同时，关键物种、种群、群落、生态系统或重要生态过程和生命阶段均可作为化学污染、气候事件

以及人类活动等风险因子的评价受体，而不同水平上的特征指标均可以作为生态风险评价的终点［８，１０１］。

图 １　 城市生态风险评价指标和方法［７⁃９， ２２， １０１］

Ｆｉｇ．１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７⁃９， ２２， １０１］

城市化的生态风险评价的特点在于将城市社会和自然作为一个系统整体。 传统的生态风险评价主要关

注人类活动在不同尺度上产生的一系列生态环境效应，通常将生态系统中的某一生态指标作为评价终点。 而

城市化的生态风险评价着重考察城市化过程与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关系，将提升城市发展和生态环境的耦合

度，实现城市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最终的评价目标［１０２］。 目前生态风险评价主要

针对单一或者多种化学污染物造成的风险，如重金属、农药以及持久性污染物（ＰＯＰｓ）等；单一受体的风险，如
个体、种群和群落；单一生境的风险，如土壤、水和介质等；小尺度的风险，如流域等；系统水平的风险，如综合

风险、景观风险等。 针对单一受体的评价方法主要基于美国生态风险评价准则的基本框架。 而针对多因素和

多受体以及系统水平上的风险的评价手段则主要有综合指数法和模型模拟法，其共同优点是包含了风险源强

度、风险受体与评价终点特征等信息，能够对风险产生的概率、强度及时空特征进行系统全面的估计和预

测［８］。 综合指数法综合了多个因素指标进行评价并定量化，而对于非定量化因子，通过采用质量等级评分和

专家意见等方式进行定量化。 针对景观格局和整个生态系统，常用的综合指数法主要包括：生物效应评价指

数法、权重法以及相对风险法［１０３⁃１０４］。 近年来，综合指数法中基于多介质和多污染物的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得

到了极大的发展。 通过综合比较不同污染物在不同介质中的暴露水平和暴露概率并结合其毒性效应水平，进
行风险的综合定量的方式，较为准确地衡量了污染物在真实环境中的生态风险水平［１０５］。 而面对系统的复杂

性，模型模拟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态风险分析手段之一，主要包括问题分析模型（ｐｒｏｂｌｅｍ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ＰＤＭ）、情景组合模型（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ＣＭ）、基准模型（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ｍｏｄｅｌ，ＣＭ）、风险定量模型（ ｒｉｓｋ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ＲＱＭ）等（图 １）。 而综合应用多种模型组合，即系统模型（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 法将是今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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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风险评价方法的发展方向之一。
城市化的生态风险主要发生在区域尺度上， 其特点包括多介质、多受体和多风险源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

加大了对其评价的难度。 基于资料、技术和工具局限， 目前的一些生态风险评价没有脱离传统生态风险评价

的模式和框架， 也没有突破传统毒理方向上的毒性效应风险评价方式， 在不确定性、尺度外推、指标体系不

统一、评价标准不统一、区域内污染物的整合、风险因子筛选及优先排序、特殊的人为因素、水生到陆生生态系

统的过渡等方面均存在着不足［１０１］，而这些方面也是未来生态风险评价的关键问题及研究难点所在。
４．２　 城市生态风险管理

生态风险管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简称 ＥＲ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确定风险容忍度、风险

决策和实施降低风险措施［１０６］。 城市化的生态风险管理是个复杂的、动态的、综合的过程，其完整风险管理体

系的构建，应从城市化地区和自然生态系统整体水平上考虑风险的缘由、影响范围、损失大小和预防与控制过

程。 由于城市化生态风险的内容涉及多个风险源、多个受体、多个尺度和多个系统，因此，相应的风险管理框

架应涵盖多个水平上的风险，并在区域范围上对其进行整合。 在整体水平上，应该要特别重视城市化的生态

规划和生态建设，合理地进行土地利用规划，合理布局工业区、交通干线、生活居住区和植被覆盖等。 应根据

生态风险评价的结果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优先考虑重要的生态风险进行优先管控。 在整体规划框架

下，涉及不同子区域和单个水平上的风险，应采取针对性的管控措施。
对于污染物的生态风险，应首先做到清洁排放，资源的循环利用；其次，通过分析不同污染物的危害程度，

采用不同模型和方法对其生态风险进行评估，并结合模型给出其在区域空间上不同介质和暴露途径的风险等

级预报；最终，根据风险等级进行不同程度的防范。 对于城市热循环变化，减少下垫面的硬化面积，提高城市

植被覆盖率；同时减少人为活动产生的废热及温室气体，主要来自工厂车间机械生产、交通运输中机动车排

放、空调运转和人们日常生活及建筑物等［１０７］。 对于城市土地扩张的生态风险，调整优化土地利用结构，适度

控制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和速度，合理布局工业区、交通干线、生活居住区和绿色基础设施用地，构建生态城

市。 对于水资源短缺风险，禁止工业、农业及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向河道的排放，节约用水，提高水的利用效率，
重点加强对水源地的保护。 对于城市植被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的风险，做好景观生态保护规划，传统保护途径

是以物种为中心，这种做法虽然暂时缓解濒危物种灭绝的严重局面，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以景观生

态学的原理和方法，不仅要考虑一个物种，还要考虑它所在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 对于城市内涝和地面沉

降的风险，增加城市地表的透水面积，合理构建地下排水管道、交通设施和开采地下资源，禁止对城市植被、周
边耕地、湿地及水域的破坏，以提高水量调蓄能力。 在低影响开发思路的指导下，建设海绵型城市。 最后，鉴
于城市化过程和生态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特征，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反馈机制，有效地保证管理措施能

及时地根据管理效果和风险变化做出调整。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有关城市化生态风险的研究重点将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城市化的生态风险监

测与数据采集加工、指标体系的统一与整合、评价方法论、空间分布特征与表达、预警与快速应急响应。 城市

化的生态风险评价方法也逐步从考虑单一风险源、单一受体、单一生境、小尺度向多风险源、多介质、生态系统

水平及区域尺度发展。 应通过研究生态系统功能服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耦合关系，建立针对风险源和风险受

体的风险管理信息库，形成基于风险信息库的生态风险评价与管理动态反馈过程，逐步建立多目标风险源的

生态风险管理方法， 加强生态风险预警和防范，最终形成跨越城市与区域协调联动应对生态风险的管理体制

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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